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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

杨方方

［摘 要］ 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是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和共担社会风险。第三次分配作为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慈善事业作为与第三次分配紧密关联的系统均备受关注。“收入分配”是

个多维度的概念；作为机制的第三次分配既独特，也具有“分配共性”；作为场域的第三次分配

是开拓创新、机制融合与主体合作的平台。本研究在辨析慈善、公益、人道以及相关组合式表述

的基础上，发现与第三次分配近似的组合式表述是“公益人道事业”。其中，聚焦于“雪中送炭”、

社会自主性最强的慈善事业是当之无愧的价值担当。宏观来看，慈善事业有针对性地服务社会性

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和发展性弱势群体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升自身价值效用并与初次分配、

再分配建立有机衔接的过程，分别代表了慈善事业发展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这三者形成的三维

发展疆域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可为空间和作用程度。微观来看，

慈善资源流动是在信息对称引导下的“借力-给力-还力”循环。可以预见，在共同富裕背景下，

第三次分配不是被动、独自地填补其他分配层次留下的空白，而是更多地通过主动的机制融合来

促进其他分配层次内扩、优化以弥合空隙。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研究的支持和指导，第

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的发展均需要在经济学视角基础之上多学科参与研究。

［关键词］ 共同富裕；收入分配；第三次分配；慈善事业
a

一、新征程需要新思路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

益事业”；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列为 2035 年远景目标，并且明确支持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2021 年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

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首次被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可以看出，

共同富裕与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已经两两成为高度关联词。中共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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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强调“要建立健全回报社会的激

励机制，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

机制”，a 明确地把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和慈善事业串联起来。新目标总体上可分为两类：

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发展节奏；新目标一般不是现有路径线性推进、自然运行就能实现的；新

目标需要新思路。第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着力点被寄予厚望，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

分配的中流砥柱被赋予更高的使命。

（一）共同富裕：共享与共担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b 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不断提升社会效率中，使社会财富增量

通过“滴漏”效应来使穷人受惠，c而没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弱势群体给予分配正义上的“优待”。

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脉相承，“共同富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消灭“绝对贫困”、构建收入分配“底部”的基础上，尽量解决相对贫困

问题、拔高收入分配“中位数”的目标导向。“共同”的内容至少意味着：一是收入分配的变动

方向一致；二是收入分配的变动幅度是合理的、可接受的。广义的“富裕”也是立体的，不仅包

括物质层面的“富裕”，也包括精神文化、心理层面等。由此，将共同富裕目标分解为两方面。

一方面，共同前进，共享发展成果。相对贫困是与绝对贫困相对应的概念，更多表现为由

于非均衡发展所带来的相对剥夺问题。d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城乡收入比从

1978 年的 2.57 上升为 2019 年的 2.64；我国 2019 年基尼系数为 0.465；2019 年我国城镇非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90501 元，其中国有单位平均工资为 98899 元，按行业分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53604 元，仅为国有单位平均工资的 54.2%。e 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平等

程度的核心指标，基尼系数在 0.3 左右的合理区间，才意味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基本实现。f

可见，在 2020 年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治理相对贫困、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成为

中国反贫困事业的新挑战。但社会保障与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等系统尚未做到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

再分配调节力度有限。2017 年 18 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443，经过社会保障的调节，

基尼系数降为 0.29，降幅达 40%，而中国社会保障对基尼系数的调节作用仅为 12.3%。g

另一方面，共生共在，共担不确定的风险。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也是基于对现代社会个体

原子化、风险社会化的深刻洞察，是风险社会中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普遍性的合理选择。尽

a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 年第 9 期。

b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73 页。

c 李军鹏：《共同富裕：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改革》2021 年第 10 期。

d 郑继承：《相对贫困的经济学辨析与中国之治》，《财经问题研究》2021 年第 8 期。

e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年。

f 郑功成：《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中国民生发展的不断飞跃》，《学术前沿》2021 年第 20 期。

g  郑功成：《面向 2035 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于目标导向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社会保
障评论》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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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存在风险，但那些风险都是具体的风险，是相对于特定的人、群体、

阶层和地域的风险。风险社会则意味着社会中几乎所有人都共同遭遇和面对着风险，意味着人

类历史将走进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现代化在延续中所呈现出来的“新版本”，风险不仅无处

不在，且种类、形式、频率可能多到无法计数也无法预知的程度。不得不承认的是，“自然”

也已融入社会，这就意味着社会风险不再是由外因引起的，而是发生在社会自身之中的，社会

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远非“3.0”“4.0”诸多工业社会“新版本”所能概括的。a 开放

性的风险需要全社会开放且凝聚地应对，需要以情感为联结纽带，建立广泛、多主体、多维度、

多层面的社会联结，在不断地自我调试中形成一幅极具延展性和灵动性的合作网络。b 用燃烧

的激情消解现代社会的冷漠、隔阂，用社会联动构筑对抗不确定性风险的屏障。

（二）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作用与方式

不论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从研究文献层面看，以社会自主运作著称的慈善事业与第三

次分配成了关联度最高的系统，似乎做大慈善捐赠就是第三次分配最重要的任务。其实，在第

三次分配的发展疆域中不仅有依靠“捐赠”筹资手段的传统慈善，也有成立之初就摆脱“筹资

困境”、靠保值增值实现可持续运营的现代基金会等组织型慈善，还有融合创意、追求多重效

应的公益创投，还有瞄准社会痛点、“一石多鸟”的社会企业、共益企业等企业型慈善。除了

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还包括以红十字运动为代表的人道事业、以整合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扶

贫济困”的福利彩票事业等。其实，第三次分配是一个社会力量自主调动各种智力、财力、人

力等资源，充分发挥能动性，提升社会资源分配状态的多元、立体、多层次、动态的有机生态圈。

在这个能动生态圈里，资源种类、转移方式的能动性从低到高有多个层次，参与方式也多种多样，

每个人都可自在地参与其中。

理论上，第三次分配无疑能为现有的收入分配体系增添活力，但第三次分配的实践发展还

很稚嫩。以与第三次分配紧密关联的慈善事业为例，虽然相关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实践

发展滞后的局面并未改变，其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较为有限。c 学术界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上亦

远不成系统。比如在“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第三次分配是补充性作用还是引领性作用？”这

一问题上，就存在着较大分歧。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新思路的突破点在哪里：如果第三次分

配仅发挥补充性作用的话，突破点在于做大第三次分配的“量”，以填满其他分配层次留下的

空白地带；如果认为第三次分配能够发挥引领性作用的话，新思路将围绕如何推动第三次分配

成为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的“第一”机制展开。

相对而言，持有“补充性”作用观点的学者更多，有魏俊、江亚洲、郁建兴等，他们认为

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强调第三次分配只是在前两次分配中留下的空

白领域发挥补充作用。持有“引领性作用”观点的代表学者当属刘文，他认为点缀的、包含传

统道德、宗教文化等因素的慈善活动难以对抗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d 第三次分配正是在区域

a 张康之：《论风险社会生成中的自然社会化》，《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b 刘文：《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

c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成效、问题与制度完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6 期。

d 刘文：《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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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风险和全球风险充分交织、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不言而喻的时代情境中生成的探索和实践，

其蕴含和指向的乃是社会总体运行方式的演进，是对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方式的反思

和超越。a王名等学者似乎对这两种观点都持反对态度，一方面，他们认为第三次分配自视过高，

试图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涵盖一切、包揽全过程，这是一种错配；另一方面，他们在《第三

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一文中贡献的一段高引用率的阐述成了“引导性作用”的重

要支撑：“要用超越经济学的社会理性、人文理性和价值理性来面对第三次分配，要站在比资

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更高的维度上来探寻第三次分配。”。虽然在抽象认识世界，第三次分配作

为一个独立分配机制和成分存在，但在实践中，三个分配层次并非泾渭分明的封闭区域，三个

分配层次之间很难完全割裂。同时王名等学者也指出：“第三次分配除了独立发挥功能之外，

要在与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再次分配紧密衔接、相互嵌入过程中才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衔接

既包括作用对象、领域和功能上的衔接，也包括机制上的衔接。”b

其实，不论是探究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的模式还是考察第三次分配与其他分配层

次的互动、衔接和交叉的方式都需要立足一些认知基础：分配有几个认知维度？第三次分配与

其他分配具有哪些共性？实践活动维度中，哪些项目属于第三次分配范畴？与慈善事业是怎样

的关系？回答清楚这些基础而又重要的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初步看清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

的行动图景和作用方式。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

二、研究共识、分歧与疑问

近年来，研究第三次分配的文献数量陡升，现将有代表性的几篇文献平列如下。魏俊归纳了

在第三次分配界定上的五种代表性观点：捐赠说、公益慈善说、转移支付说、社会资源重新配置

说、制度和机制说；回应了有些学者对第三次分配提法的质疑，如唐钧认为慈善事业从本质上讲

还是属于“第二次分配”；c 归纳了多数学者在第三次分配概念上的共识（第三次分配是游离于

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d 这是比较早的对第三次分配开展

专门系统研究的文章。王名等学者梳理了学术界以往关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并归纳提炼出三点共

识，总结了第三次分配的实践发展和范畴拓展情况，从八个方面比较了三个分配层次的区别，并

针对第三次分配的未来研究和政策发展提出五条建议。e 这篇文章的受关注度颇高。白光昭介绍

了第三次分配产生的背景，阐述了第三次分配的概念、作用、运作主体等；贡献了一篇把第三次

分配几乎等同于慈善事业的论文。文章提出的推动第三次分配发展过程的建议，就是推进慈善事

业走向现代化、专业化的过程。f 刘文贡献了一篇理论性较强、具有研究深度的文章。从人类社

a 刘文：《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

b 王名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 年第 3 期。

c 唐钧：《给慈善捐款免税找个充分的理由》，《社区》2005 年第 9 期。

d 魏俊：《“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及特征述评》，《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e 王名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 年第 3 期。

f 白光昭：《第三次分配：背景、内涵及治理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20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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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历史演变和社会总体结构的建构过程分析了社会资源、价值生成和流动方式，指出第三次分

配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对存在和发展方式的反思和超越。提出他在性是第三次分配生成的一种基

本观念，赋予了其新的社会关系属性和内涵。a 另外，还有江亚洲、郁建兴对三个分配层次的主

导机制、分配原则、强制程度、本质目的进行了比较；b 邓国胜分析了第三次分配的内涵、特征、

作用、价值、与慈善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发挥其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等内容；c 朱健刚归纳了第

三次分配的特性，调动各方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困难和挑战以及社会自我动员机制如何形成，他认

为第三次分配的蓬勃发展需要完善的社会自我动员机制，社会自我动员机制的形成需要文化动员

机制、建设组织动员机制、社区动员机制、推动制度动员机制的支撑。d

文献大多是就第三次分配谈第三次分配，在阐述第三次分配的涵义、特征、范围的基础上，

从应然层面提出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其中不乏一些亮点：王名等学者贡献的一段

高引用率的精彩论述；郁建兴老师参写的一文中对三个分配层次之间的异同进行的精准且精炼

的概括；白光昭关于社会企业将会是创造“善经济”重要载体的论断等。现将这些文献之间的

共识、分歧和由此引申出的笔者的思考和疑问整理如下。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共识”是客观归纳现有文献相对一致的认识、看法或思路，并不意味

着这里列举的“共识”都是这个领域公认的真理和具有确定性的基础认知。共识既有可能是共同

的卓识，也有可能是共同的局限。随着第三次分配文献量的增多，有些共识随时可能演变成“分歧”。

共识之一：第三次分配的特性、功能和效用。多位学者就第三次分配的特性进行过归纳，

文字表述上有差别，取交集可以找出他们对第三次分配特性的共识，具体为：分配目标是优化

分配结构；内驱力来自于道德情操、价值观和愿景；终极目标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人类

生命价值的不断提升；主导机制是社会机制等。大多数文献也谈及第三次分配的功效，都认同

以下观点：第三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其目标当然就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首要功能当然是推动共同富裕进程；有助于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缓解个体焦虑情

绪；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有助于保持社会的活力和创新力等。这一共识无疑具有基础性和

确定性，但还不具有充分性，对第三次分配特点的挖掘尚不够深入。

共识之二：关于第三次分配的界定及其与慈善事业的关系认定。这两个问题有关联性，前者

是关于覆盖面的广度问题，后者包含范畴归属性疑问，是前一问题的延伸和细化，故予以一并归

纳。现有文献在第三次分配的界定上产生了多个表述版本，邓国胜认为第三次分配是指人们完全

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比如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朱

健刚认为第三次分配是指向非营利性的一种资源分配方式等等。这其中很难理出一个能区分这些

不同描述的标准，可以说，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局限性，就是“模糊”，如“第三次分配是

除初次分配、再分配外，所有不特定主体之间具有互助、共享等特征的资源配置活动”这一界定。e

a 刘文：《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

b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 年第 9 期。

c 邓国胜：《第三次分配的价值与政策选择》，《人民论坛》2021 年第 24 期。

d 朱健刚：《调动多方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意义、挑战和途径》，《人民论坛》2021 年第 28 期。

e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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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三次分配的界定相比，专门辨析和讨论慈善事业与第三次分配关系的文献很少，多数情况是

把慈善事业直接当成第三次分配在讨论，标题是讨论第三次分配，在没有交代第三次分配内部力

量对比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篇幅都用在分析慈善事业，比如“当前第三次分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主要是在慈善捐赠规模与结构两个维度的挑战”的论述。a 有些文献干脆就把第三次分配界定为

慈善事业。比如，有些学者认为第三次分配主要是指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资

源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活动等方式，进行扶贫济困、关怀弱势群体等；在谈及第三次

分配的主体时，只有“第三次分配的主体——公益慈善机构”这样的表述。b 除了模糊第三次分

配与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还在模糊慈善、公益、人道等概念的区别，如有学者对慈善这样界定：

“慈善是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开展的公益活动，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c

共识之三：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现有文献隐含和透露出一些颇为局限的

共识。一是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每个分配层次是板块分割的，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和参与方

式与其他分配层次没有嵌入式交融、没有丝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如江亚洲、郁

建兴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包括发展慈善捐赠、社会企业、志愿服务和文化艺

术等；运用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拓展第三次分配的体量和范围，建立健全第三次分

配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探索完善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创新机制等。二是慈善事业被放

大到几乎等同于第三次分配的阶段，但思路还是慈善事业作为再分配系统的一个项目的阶段，

提出的路径很难支撑慈善事业担负的更高使命。比如，白光昭提出的路径包括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慈善精神、创造适合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营造人人参与公益的慈善氛围、强

化公益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建设和公信力建设等。d 邓国胜认为当前第三次分配面临的问题与挑

战主要是在慈善捐赠规模与结构两个维度，提出的路径是激发社会力量捐赠热情，提高慈善捐

赠规模；培育慈善文化、普及慈善教育，提高个人捐赠比例。

由于第三次分配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趋同现象多于分化现象，分歧点

还不多，“第三次分配研究的开展思路”算是一个已经呈现差异的点。在这一点上主要有两

种看法。一类是放大第三次分配的“新”，强调第三次分配研究与传统经济学的脱离，即研究

上的纵向断裂，第三次分配领域研究属于完全开创性研究领域。王名等学者详细列举了第三次

分配扬弃传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在资源稀缺前提下资源的有效

配置问题，第三次分配既不以资源稀缺为前提，也不着眼于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以市场为基础、

以政府为桥梁，第三次分配则脱离市场超越国家；经济学注重效率，政治学强调公平，第三次

分配则既不苛求效率优先也不局限公平正义；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推演财富，第三次分配

则公然申明“非营利性”以颠覆经济人假设。e

另一类是放大第三次分配的“广”，强调第三次分配研究的多学科融合，即研究上的横向

a 邓国胜：《第三次分配的价值与政策选择》，《人民论坛》2021 年第 24 期。

b 白光昭：《第三次分配：背景、内涵及治理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20 年第 12 期。

c 邓国胜：《第三次分配的价值与政策选择》，《人民论坛》2021 年第 24 期。

d 白光昭：《第三次分配：背景、内涵及治理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20 年第 12 期。

e 王名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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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比如，刘文认为第三次分配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范畴，其所力图呈现的是新的理念

及其基础之上生成的行动体系。第三次分配也不是简单的慈善捐赠，而是涉及对慈善理念本身

以及由其所制成的全方位社会行动过程的深入挖掘和阐发。a 杨方方系统归纳了西方慈善经济

学的研究进展，大量的文献梳理充分显示了慈善经济学研究仍然依托于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和方

法基础，而且还融入了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慈善经济学的成熟需要得到

多视角、多学科研究的支持。b 虽然王名等学者也指出“第三次分配研究对象错综复杂，研究

领域跨度极大，需要跨学科和前沿性视角支持”，但这里的“跨学科支持”更多强调“不同学

科各显其能”而非“经济学领衔的横向融合”。

已有的第三次分配研究文献不仅提高了第三次分配的关注度，也形成一些共识，产生了一

些分歧，同时也催化了更多的疑问，这些疑问是推动第三次分配后续研究的动力源。

疑问之一：基础问题不清晰的情况下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吗？基础问题包括：第三次分配

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具体构成是什么？第三次分配的资源配置过程等等。显然，关于第三

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整体作用与作用方式的讨论还在起步阶段。缺少坚实的基础分析，提出

的第三次分配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不仅空泛、表层且有循环论证之嫌。比如，有的文献中

将“探索完善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创新机制”作为推进共同富裕路径。

疑问之二：资源筹集环节能代表一个完整的分配流程吗？第三次分配的资源转移流程是怎

样的？多篇文献都有“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或者其他相似、近似的表达，可以说，无一例

外地把慈善捐赠看作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但无论从字面含义，还是从宏观层面

考察所有收入分配实践活动，资源筹集环节都不能与“分配”划等号，而捐赠作为一种资源筹

集方式，只能算做分配的前提或分配的一个环节。

疑问之三：慈善、公益、人道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可否相互替代？第三次分配与慈善、

与公益事业、与公益慈善存在怎样的关系？现有研究不仅不符合实践规律，也不符合语言规律。

回避慈善、公益、公益慈善、慈善公益等词的细微区别，混淆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混淆慈善、

公益、慈善公益、公益慈善，这种模糊化、随性、弹性的表达倾向导致关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

在表层停留太久。另外，收入分配活动能囊括人类社会中影响人的物质和精神获得的感受的一

切活动吗？“共享经济”“文化艺术”固然有一定的公益性，但只要具有公益属性就属于第三

次分配吗？从实践层面来说，“分配”是有边界的，分配活动不可能覆盖所有社会活动。

疑问之四：第三次分配与其他分配层次的共性是什么？正因为与其他两个分配层次存在差

别，“第三次分配”才得以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是第三次分配存在的前提。在没有

掌握共性的前提下得出的特性有可能是在反复强调其存在的必要性，很难充分挖掘出深度的、

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特性。挖掘三种分配机制之间的共同特征、互动方式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推

进可能更具指导意义。

疑问之五：三个分配层次的作用具有可比性吗？既然三个分配层次之间不可替代、彼此依

a 刘文：《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

b 杨方方：《慈善经济学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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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就意味着彼此之间的作用性质不同，那么作用大小也就无从比较，更不要说谁居于引领地

位了。毕竟不同分配层次启动的动力源、分配过程的开放弹性和分配结果传达出的精神理念均

不同，背后是不同主体不同的道德层次及不同程度的道德自觉。即使在一个分配层次内部，也

存在不同道德层次的参与主体与参与方式，比如慈善事业中慈善道德的多层次化。a 对于社会

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说，收入分配体系充当的是“工具”和“手段”。当某一分配层次引领其他

分配层次时，就意味着被引领的“手段”失去了手段的意义，照此下去，多元手段终将被简化

为单一手段。试问，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征途中，收入分配手段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在未

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道德多层次化无疑都是人类社会道德分布的整体形态。如果只存在单

一的收入分配层次，居于其他道德层次、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将如何参与？

基于这些疑问，本文将第三次分配根植于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之中，从第三次分配的高阶

维度切入，通过逻辑归纳和演绎解答第三次分配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同时理清慈善事业与第三

次分配的关系，并勾勒出慈善事业发展的立体空间和动态呈现慈善资源流转配置的具体过程，

以期找到第三次分配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切入点以及后续研究的开展思路。

三、作为“成分”和“容器”的第三次分配

“收入分配”是个多维度的概念，每个分配层次都至少有三个维度：实践维度、机制维度

和场域维度。站在不同的维度往往给出不同的概念表述，明确立足的维度是准确界定的前提。

第三次分配不仅是实践活动的归纳概括，不仅代表着社会力量主导的资源分配以及直接引起主

体之间资源占有量变化的资源分配活动，还代表这些活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这些行为逻辑发生

作用的空间、场合和领域。实践活动是“看得见”的存在，后面则是看不见的“抽象存在”，

前者是后者的输出和外化。在抽象的世界里，它既对应着特定的资源分配思路和资源分配方式，

也表示奉行这种分配方式的场合与领域。作为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的三种机制之一，第三次分配

是一种区别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相对独立“成分”；作为一个活动“场域”，各方主体在这

里进行信息传递和资源交互，类似一个隐性的“容器”。实践维度是机制维度在生活世界中的“投

影”，场域维度是实践维度和机制维度在认知世界中的“投影”。“看不见”的维度处于高阶

维度，站在高维视角，才能更接近事物的本质。

（一）“机制 - 场域”两维视角下的三个分配层次

理论上，“第三次分配”得以存在，正是因为与初次分配、再分配存在区别，对“差别”

的共识是“第三次分配”存在的前提。可以说，包括第三次分配在内的每个分配层次都有自身

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在实践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种分配层次的共同作用，不同分配层

次的优势特点不同，作用主体、作用广度和作用深度都有差别，比如政府角色和责任份额是不

同的，财政补贴力度、制度引导、培育效力亦有差别。从场域的意义看，三层分配场域之间存

在不少交集。不同层次的分配场域其实无非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分配机制不同、三种分配成分的

a 郑功成等：《中华慈善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年，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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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比例不同而已。可以说，每个分配场域都是整个收入分配体系在这一层域的投射，任何两

个分配层次之间均存在交集。如图 1 所示。

初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再分配

政府购买
就业服务

社会企业等企业年金等

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等

图 1 三个收入分配层次的交集

鉴于此，认识和看清三层场域的交集和三种机制的联结是厘清第三次分配诸多问题的基石。

为了全面地展现三个分配层次之间的内在关联，现将分配的两个维度和三个层次两两组合，具

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种分配层次与两种存在形态

   机制、成分

场域、平台
初次分配 再分配 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
付的劳动报酬

职业年金、企业年金、
补充医疗保险等补充社
会保障

企业内部的社会责任部门、与企
业运行关联的基金会、民办非企
业等

再分配
再就业促进下的公益
岗 位 补 贴； 福 利 性 质
的残障人士就业所得

政府主导的社会救助、
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
社会保障支出

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提供资金 -
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民办公助、
政府补贴等

第三次分配

社会组织向专职从业人
员支付的报酬；授人以
“池塘”，社会企业、
共益企业的工资支出等

拾遗补缺，促进社保制
度完善；服务示范，引
领制度建立

其他“授人以鱼、授人以渔”活动：
满足个性化、临时性的基本生活和
技能需要的慈善活动；满足较高层
次生活保障需要的人道公益活动

1. 初次分配：收入分配调节的压力和动力之源

在我国，无论作为机制还是作为场域，初次分配的实践最为久远和广泛。一方面，由市场

主导的初次分配领域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力军，固然也是社会财富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核

心力量”。对个体来说，参与社会建设是实现多层次“富裕”最体面、最高效的方式，是个体

学习成长的动力之源。初次分配作为辅助成分加入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场域中产生的资源分配

行动总能成为这层场域中最受期待和最具活力的部分。另一方面，它也是压力之源，在初次分

配领域，建立在公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合理的、公正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常”的，合理公

正的差距反而能激发劳动者的奋进，但不合理、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是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毒

瘤”，是促使收入分配体系不断扩张的源头，是收入分配体系致力于解决的难题。初次分配的

不公平、不公正不仅降低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劳动过程中难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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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还可能带来阶层矛盾和社会隐患；个人层面的不公平分配必然会加重个体的无助感和焦

虑感，从而影响人生诸多选择，比如初次分配对生育意向的影响远大于教育成本这一因素的影

响，只要家长的就业收入水平可观，能轻松覆盖子女的教育成本，且对就业收入有稳定的预期，

教育焦虑也就迎刃而解，毕竟子女教育焦虑源于资源和能力困境。值得说明的是，稳定的预期

是指确定的待偿性，即只要我做得更好，就业收入就会增加。当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提升，

初次分配场域中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成分在逐渐增多，“商业向善”的力量也将促使其自我

审视与内在“恶”的自我消解。从这层意义上说，初次分配场域中包含的成分越多，初次分配

就越公平，就能越发靠近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平衡状态。同时，当赋含创新、务实和效率的

市场机制加入其他两个分配场域时，必能提升它们的主观能动性。

2. 再分配：收入分配调节中的坚守与兼容

政府主导的以促进社会公平为导向、以刚性制度为载体、以行政强制力为手段的再分配系统能

从根本上影响整个社会的教育观、职业观、成功观，像风筝线一样牵引着每个个体的人生方向。从

这层意义上说，再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是调节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脊梁”。完善的

再分配能从整体和根本上减轻社会成员的内卷程度和焦虑感，提高社会的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

资本价值开放的程度。反之亦然，板块分割、统放失度的再分配系统必然带来社会认同上的不均衡，

造成一些优势地区、优势行业的人才聚集、竞争加剧，就会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恐慌，层层传

递下去，产生“不要输在起跑线”且“新起跑”的起点不断被刷新的教育焦虑也就不足为奇。要想

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再分配系统要统分适当：一方面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另一方

面遵循合理差异的原则，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提供有针对性的保障，即强化生理属性、淡化

社会属性。作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中间层，再分配系统上下兼容，就业导向在国际上已成多个社保项

目的发展取向，如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女性生育福利等；下可兼容慈善事业。再分配系统在收入

分配调节中的坚守与兼容是在编织社会安全网的同时，尽可能助力个体回归社会、参与社会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再分配场域中再分配机制与其他两个机制建立有效衔接颇具挑战。如何做到提供全

面保障的同时，既能避免陷入贫困陷阱，又能激发受保者上进的热情；如何做到给予第三次分配支

持的同时又能保证第三次分配的自主，这些问题考验着政策设计者的智慧。

3. 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既被动又主动

第三次分配可以整合、盘活全社会零散的资源，是推进共同富裕中比较灵动的力量。通过

整合和盘活社会中各种闲散资源和能动性力量以最大限度地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但第三次分配

系统的蓬勃发展也有赖于市场因素的注入和政府力量的加持。第三次分配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接

受者，也具有很强的市场能动性和制度引导能力。在“拾遗补缺”的同时，也在通过不断地开

拓创新，积极地与初次分配系统和再分配系统进行互动合作，用一种柔软、弹性的方式助力其

他分配层次。毕竟，就业是最根本的民生保障，一个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个体才最有可能获得

多层次的“富裕”；再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保障，能带给社会成员最牢固的安全感。

（二）共性与特性：第三次分配机制下的资源流转

从实践活动层面来看，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力量主导的资源配置过程。实践中有两类主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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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是资源主要来源于社会捐献且资源配置过程由社会力量主导；二是社会捐献并非资源筹

集的主要渠道，但资源管理配置仍由社会力量主导。第一类主导模式在第三次分配中是主流。

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能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服务、知识技能和机会等资源。实践中，第

三次分配机制作用过程中至少涉及两个要素和两种关系。两种分配要素是作为运作主体的人力

资源和作为运作客体的物质资源；两种分配关系包括人 - 物的关系以及其背后的人 - 人关系；

前一种关系涉及资源流转过程，后一种关系涉及主体之间的关系。物体的价值和意义是和“人”

联系在一起的，人 - 人关系是更为根本的关系，但价值和意义需要物质来承载，在实践中这两

种关系是统一、不可分割的。现有研究在第三次分配的范畴上存在分歧，对第三次分配的大多

数界定也是宏观、模糊的。作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一个子系统，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

肯定具有“收入分配”的共性。因此，探讨第三次分配机制作用发挥的动态过程，有必要先回

到“分配”的本义，在遵循一般的“分配”共性基础上指出“第三次分配”的特性所在。

1.“分配”的共性

共性一：分配是“资源筹集 - 管理 - 配置”的循环。“分配”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

上，资源分配是资源流转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与资源收集、资源管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资源

流转过程；广义上，资源分配指整个资源流转过程，包括筹集、管理、配置等环节。可以说，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力量主导的资源流转中的一个环节或整个资源流转过程。实践中，在资源动

员环节与潜在捐献者的沟通互动、信息披露和唤起情感共鸣的需要以及对捐赠者意愿的尊重，

使得第三次分配中的资源分配与筹集环节具有天然的内在同一性和高粘合度，鉴于此，宜采用

广义的“分配”概念，即单向链条上资源流转结束，一个资源分配的动态过程才算完成。从这

个意义上说，慈善捐赠只是第三次分配中的资源筹集环节，是第三次分配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

和基础，但其并不单独构成第三次分配行为。

共性二：待分配的资源有限且既定。在实践层面，无论哪个分配层次的待分配资源都是有

限且既定的，均是在总量既定下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所筹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对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结果的结构性调整。广义上第三次分配的待筹集资源可能是无限的，但在特定活动中的

待分配资源则是既定的。在第三次分配的一个具体行动个案中，分配对象之间存在你多我少、

此消彼长的关系，是总量既定下的分配的结构性调节，是相对量的变化，供给需求二元之间、

不同受助对象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纯共享经济和公益艺术等事业，虽然有较强的溢出效

应，也能提高公共福祉，但并没有这样的具体资源流向的开放过程，更像是“机会普惠”。如

果缺少进一步的群体类型细分、没有针对性和倾向性地对一些群体进行扶持和鼓励，如老年人

等生理性弱势群体，那认知、信息、闲暇时间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普及度、便捷度和可感

知度的差距，这种差距与能力、禀赋差异带来的初次分配差距关联和相似，对初次分配和再分

配的结果进行调节，难以称得上“第三次分配”。

共性三：资源具有精神属性，但需以物质资源为载体。在收入分配视域中的精神资源是“看不见”

的资源，它依附于物质精神，以物质资源为载体。精神属性并非第三次分配所独有，而是三个分配

层次的共性，当然传达的内容各有侧重。初次分配传达的更多是励志性的自立自强、“一分耕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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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收获”、自我成就、追逐梦想等，意蕴是“你可以飞得很高”；再分配资源的精神属性在于政治

文明和制度文明，可以传达出社会认同、公平正义、人道关怀等，给个人带来深层安全感和自我认同，

意蕴是“飞累了你可以歇一歇”；第三次分配包含的精神属性更丰富、多层，既可以兜底，为每个

被竞争淘汰的个体建立安全屏障，意蕴是“你永远不会被社会抛弃，请永远保持希望”，也可以让

他（她）相信“你远比想象中优秀坚强”，助推其成长为“有爱有力”的强者。

共性四：分配过程受限于关系属性。资源流转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互动，起点和终

点都是人。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其实是契约关系，无论在收入分配领域的

哪个分配层次，分配活动的前提是契约关系的构建，契约履行的过程就是资源分配的过程。只

是契约关系类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分配中的主导性、话语权和参与方式，不同层次的分配

契约的闭合程度不同、复杂性不同。

2. 第三次分配的特殊性

特性一：复合的主体关系。再分配中主体关系最不对等，具有最低限度的开放性，初次分

配次之，第三次分配中的契约关系最多样，也最具弹性。第三次分配中的主体关系最为复杂，

复杂程度与参与主体多少和运作模式有关。例如，在资源筹集环节，就有“捐助者 - 受助者”

两类主体参与的直接捐助模式，也有“捐助者 - 慈善组织 - 受助者”“政府 - 慈善组织 - 受助

者”等三类主体参与的间接捐助模式，再结合捐赠是否包含定向捐赠等因素，就可能衍生出多

种资源分配流程，形成比较复杂的主体互动图景。这包括不同主体整体上串联；每个节点都可

能有几个分支；两个节点之间可能存在几条主体互动线并联。以基金会为例，资助型基金会一

般要和服务型基金会协调合作，而综合性基金会就可以独当一面。理论上，分配中存在资源供

给者、资源管理者、资源配送者、资源接受者等主体，实践中“身兼多职”的现象司空见惯，

如在直接捐助中，捐助者就身兼资源供给者、资源管理者、资源配送者三种角色。资源流转的

方式受限于多方主体之间的沟通协商和承诺约定，而承诺约定的内容又是主体间关系类型的外

化和反映。在“发端于感性、输出以理性”的第三次分配中，参与主体之间是“主体间”性的。

主体间性是指在意义层面、价值判断或情景认知上两个或更多主体共享的主观状态。思维模式

从传统的主客相分、二元对立的主体性模式升级到主体间交融的主体间性模式的背后是社会资

源转移的“利他性理念”向“他在性”理念的转变。a 主体间性的关系属性下，捐赠者的主观

意愿、客观能力和受助者的客观需要和主观愿望都能实现最优匹配，意味着合作共赢。

特性二：按“供需匹配”原则分配。初次分配是市场经济主体依据按劳（贡献）分配的效

率原则进行财富分配，遵循市场运行机制；再分配是政府依据按法（制度）分配的公平原则对

初次分配进行调节，遵循行政运行机制。第三次分配主体间“主体间性”的特点决定了资源分

配既不能由供给主导，也不能将受助者的需要凌驾于帮助者的捐助意愿之上，而是在“需要主导”

的思路下按供需匹配原则进行。供需匹配原则意味着资源分配要同时兼顾供方的意向和需方的

需要，“兼顾”不是满意度的平衡和折中，而是在信息对称的支持下，在浩如烟海的供方与需

方之间进行精准配对。既要聚焦需方“需要什么帮助和什么样的帮助方式是最适宜的”，又要

a 刘文：《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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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供方的捐助意愿：“我想捐助什么和捐助谁”。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讲的“按需分配”

的确可能成为一种分配结果，虽然具体情况可能还需评估，但这个词难以表达出资源有限的历

史阶段满足受助者需要的难度，信息、技术加持以弥补物质资源不足的过程被简化。

特性三：遵循“弱者优先”的分配伦理。“伦理”是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在初次分配中，

是效率至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个人的能力、贡献、主观能动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再

分配体系中，风险的社会性程度越高，资源分配越优先；第三次分配的资源配置环节应要遵循“弱

者优先”的捐助伦理。弱者优先就是优先帮助最弱势的人，就是“雪中送炭”先于“锦上添花”。

第三次分配中的不确定性、开放性意味着全社会在资源分配伦理上达到的共识度越高，收入分

配调节效果就越好。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提高“下限”远比进一步拔高“上限”具有更多

人文价值。弱者优先伦理不仅是蕴含在人道主义、现代慈善价值观中的救助伦理，也是被福利

经济学、福利社会学证明过的最有效率的选择，因为“弱者优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收入调

节能力。如图 2 所示，在收入轴上有 A、B、C、D、E 五个点，分表代表从高到低的五种收入

水平，在收入差别的两点之间连线，分配效果高低立现，终点流向最低收入水平的“E”，调

节效果最佳，一个具体的分配主体站在自己的收入点，比较容易根据“调节幅度”找到自己认

为的最需要帮助的对象。但实践中经常需要在不同个体的选择之间做出选择，比如政府购买服

务中社会组织名单的确定、社会组织面对不同的支出方案时的决策等，“调节幅度”在有些情

况下并非唯一的考量因素，甚至有时并非第一重要的因素。比如，当面对调节起点和终点不同、

调节幅度相同的两种方案时如何选择？如图 2 所示，C、D 之间与 D、E 之间的调节力度一样，

孰优先？二是在调节幅度不同、伦理价值差别较大的两种方案中如何选择？ A、C 之间与 D、

E 之间进行资源转移两个方案，孰优先？另外，实践的复杂性还在于在捐助行为的作用下“弱者”

范围也在动态发展，去年处在“E”水平的受助者可能已达到 D 的位置，而 D 水平的潜在受助

者可能已处在 E 水平。可见，只有理解弱者优先深层的目的倾向，加上动态更新的信息系统支

持，才可能在面对复杂情况时做出调节效应最大化的选择。

图 2 不同收入分配之间的调节幅度

特性四：分配过程的不确定性。相对于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中的分配内容、分

配方式、分配数量等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第三次分配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包括主体

范围开放，分配数量方式充满弹性等要素。在第三次分配中，不需要劳动交换、不需要以履行

义务为前提，资源分配流程是相对敞开的，每个环节都可能有新主体加入；弹性要素不仅表现

在第三次分配整体上的务实灵活、百花齐放，也表现在具体案例中分配方式和分配数量的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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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些“不确定性”要素组合在一起可综合作用为不确定性的核心优势——可扩展性。开放

包容的资源分配过程为主体间形成不断扩展、更新的多维契约关系提供了平台，可能催生出更

多层面、更深度的资源交互，从而提高社会资本存量、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带动社会软硬实力

的升级轮动。第三次分配的过程与现代社会风险的形成过程都是非线性的，第三次分配的“不

确定的效益”与现代社会“不确定的风险”正好形成对冲。

可见，作为机制的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力量在社会资源筹集、管理和配置过程中所持有的他

在的主体间性观念与遵循的供需匹配原则、弱者优先捐助伦理和不断扩展的思路、方法、路线

的综合。作为第三次分配机制调节和内化的对象，活动层面上的第三次分配与“分配”相似，

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第三次分配活动是指社会力量主导的包含筹集、管理和配置环节

的完整的资源分配过程；狭义的第三次分配活动单指社会力量主导的资源配置活动。

（三）融合与开拓：第三次分配场域中的行动图景

作为场域的第三次分配既包括静态层面上由社会力量主导资源分配的场合和领域，也包括

动态层面上在实践中社会力量在综合运用以第三次分配机制为主的多种分配机制进行资源分配

过程中所形成的多维时空。在这个场域中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资源的流转和力量的传递。资源

的传递是一个多维、多向、多主体运行的过程，不同主体之间、同类主体内部无时无刻进行着

的资源交互就是第三次分配场域的行动图景，具体如图 3 所示。a

第三次分配场域

捐助者

受助者

潜在受助者

人力配置市场

政府

慈善组织

其

他

社

会

组

织

媒

体

、

学

校

、

公

众

潜在捐助者

图 3 第三次分配场域中的资源流转

1. 机制融合：志愿失灵及其治愈之路

每个分配层次都具有天然优势，也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政府存在“政府失灵”，

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社会也存在“志愿失灵”。“志愿失灵”最早是由美国公共政策学者、

非营利组织研究专家萨拉蒙基于“市场失灵 - 志愿失灵 - 政府失灵”的理论逻辑提出的。他

用“志愿失灵”理论来概括社会组织无法根除的内在缺陷，在一个社会组织的运作上主要表

a 杨方方：《慈善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与信息不对称》，《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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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筹资失灵、慈善不足，捐款数量不稳定，容易受经济、政治、社会环

境的影响；二是管理失范，慈善的业余主义特征明显，即慈善组织由于报酬缺少竞争力难以

吸引专业人员加入；三是定位失准，主要体现的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控制着捐赠资源的

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服务的类型，而忽略了社区的真正需求。对社会组织整体

运行可能造成的后果是“规划缺失：慈善的特殊主义”：有可能没有覆盖到最弱势、最需要

帮助的群体；社会组织数量过度扩张，降低了整体效率；出现重复募捐、多头募捐等现象可

能会引起社会反感。社会组织自身难以克服志愿失灵，治理志愿失灵既需要内部的创新，也

需要外力的支持，特别是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三种机制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互动的

过程就是优势互补的过程，具体如图 4 所示。

政府
(政府失灵)

社会
(志愿失灵)

市场
(市场失灵)

社会责任

务实、创新

引
导
、
培
育

拾
遗
补
缺

资
源
、
效
率

约
束
、
监
督

图 4 三种机制之间的互动

从国际上看，社会捐献在社会组织的收入中所占比例都不大。根据 1995 年美国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萨拉蒙教授等对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22 个国家非营利部门的研究，

没有一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的主导性收入来源是民间捐赠，民间捐赠占总收入的平均比例是

11%，而政府补贴平均为 40%。a 萨拉蒙教授说：“民间捐献从来不是非营利收入的主要来源，

甚至都不是第二个重要来源”。b 即使在有些发达国家，政府也是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资助者。c

除了直接的经济资助，还有税收激励、人才培养支持、信息支持等。如美国联邦税法 501C3 规

定，在宗教、慈善、教育、科学、公共安全实验、文学、促进业余体育竞争和防止虐待儿童或

动物等领域从事非营利性、非政治性活动的组织可以申请成为慈善组织，获得税收优惠；鼓励

大学开设公益慈善相关专业，全面培养专业从业人士，涉及法律、财务、审计、信息咨询机构

等方面；建立完善的慈善信息查询系统，引导资源流向等。

第三次分配场域中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可谓如影随形。以慈善事业为例，现代慈善事业本身

就是一个市场，组织化、专业化本身就是传统慈善走下道德圣坛主动拥抱市场的结果。市场化是

现代慈善的内在因子。在一次次募捐策略策划、资源动员流程设计和项目实施中现代慈善进行着

志愿精神和市场手段有机结合的实践。现代慈善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就等于内在的人道、公益精神

与市场化程度的融合程度。正如美国学者弗斯顿·伯格所言：“现代非营利机构必须是一个混合

a 褚松燕：《中外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 年，第 106-118 页。

b 褚松燕：《中外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 年，第 106-118 页。

c 田凯：《机会与约束：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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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就其宗旨而言，它是一个传统的慈善机构；而在开辟财源和运作管理上，它是一个成功的商

业组织。只有当这两种价值观在非营利组织内相互依存时，该组织才会充满活力。”a实践亦表明，

优秀的社会组织均富含创新、效率、务实等市场禀赋。

2. 主体合作：以“政府 - 社会组织合作”为例 

第三次分配场域中多元主体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合作，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尤为广泛。

“合作”是对共同参与（co-operative）、共同出力（co-llaboration）、共同安排（co-arrangement）、

共同主事（co-chairman）等互动关系的概括，是在达成共识、目标一致情况下通过持续的互动式

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的力量整合。b 换句话说，合作就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完成一些共

同的任务而进行的财力、人力、智力等方面的互补、协作的互动过程。合作模式既代表整体上的

一种关系定位，又代表双方开展合作的具体方式。宏观层面的合作模式作为一种关系定位；微观

层面的合作模式作为开展合作的具体方式，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得到不同的合作模式类型。

不同的合作模式体现着不同的合作程度。将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视为一个连续谱。c 具体如图

5 表示。按照合作程度，将宏观、微观层面的各种合作模式进行整理，具体如图 6 所示。

低度的合作 中度的合作 高度的合作

高度的合作
(目标一致、策略兼容、
权威与资源充分共享)

不存在合作
(目标完全不一致、策
略不兼容、权威与资源
不存在共享)

图 5 合作模式的连续谱

低度的合作

倡导式合作

组合式合作

补缺式合作

项目式合作

沉默性合作

其他

监管式合作

定期性合作

示范性合作

嵌入式合作

基建式合作

其他

服务式合作

全面式合作

合程式合作

制度化合作

内部化合作

其他

中度的合作 高度的合作

图 6 合作模式与合作程度

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实践是比较丰富的，以“政府提供资金，社会组织提供服务”

模式下的一种合作方式——政府购买服务为例，随着 2003 年《政府采购法》的实施，上海、

北京、浙江、无锡、深圳、广东等多地出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案例。d 国家层面，民政

部从 2013 年起每年投入 2 亿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2014、2015、2016 年分别立项 448、446、

a 弗斯顿·伯格著，朱进宁等译：《非营利机构的生财之道》，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77 页。

b  陈世伟：《政府与 NGO 信任关系研究——以“合作式治理”模式为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1 期。

c  杨方方：《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基于残障人士社会保障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第 213-214 页。

d 杨方方、陈少威：《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困境与未来方向》，《财政研究》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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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个项目。根据购买目标定位和支持侧重点，购买服务项目共分为四类：发展示范项目、承

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和人员培训示范项目。按照服务满足的需求层次，

对 2015 年民政部公布的中央财政购买社会保障服务的项目进行分级、分类整理，项目数量和

资金额度的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5 年中央财政购买社会保障服务项目的分布情况

需求层次 购买情况
发展示
范项目

社会服务
试点项目

社会工作
试点项目

人员培训
示范项目

总计
平均项目资
金（万元）

救助层面
项目个数 73 45 43 - 161

32.04项目金额
（万元）

1825 1690 1645 - 5160

生活改善
项目个数 63 49 56 - 168

34.08项目金额
（万元）

1575 1749 2402 - 5726

就业帮扶
项目个数 35 18 3 - 56

27.77项目金额
（万元）

875 530 150 - 1555

社会组织培育
项目个数 - 5 7 41 53

35.75项目金额
（万元）

- 208 415 1272 1895

精神倡导
与其他

项目个数 4 2 2 - 8
40项目金额

（万元）
100 120 100 - 320

资料来源：对民政部公布的《2015 年民政部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发展示范项目（A 类）立项名单》和

《2015 年民政部支持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B 类）立项名单》等资料分类、汇总所得。

从资金分布结构看，“锦上添花”重于“雪中送炭”，最紧迫的生存保障服务并没有得到

优先供给，且真正用于购买服务的资金规模仅占 2 亿元中央财政预算的 73.4%。经测算，2014

年的分配结构同样如此。可以说，弱者优先的分配伦理在前几年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践

中未得到充分贯彻。2015 年 12 月在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中以下内容被明确：2 亿资金将主要资助社会组织开展扶老

助老服务、关爱儿童服务等，不资助基建、研究、宣传类活动。a2016 年 12 月 1 日，财政部、

民政部出台《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b 在进一步加强政

府购买服务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同时，着力培育旨在满足最边缘、最弱势群体需求的基层社

会组织，改善社会组织的发展生态。可见，越来越多的有利条件在支撑着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

务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3. 开拓创新：“授人以鱼”→“授人以渔”→“授人以池塘”

从国际社会实践来看，扶贫模式已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再到授人以池塘，已经进入 3.0 时代：

1.0 是授人以鱼——物资捐助；2.0 是授人以渔——人力开发、赋能；3.0 是授人以池塘——人力配置、

a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民办
函〔2015〕455 号），2015 年。

b  财政部综合司：《财政部 民政部出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指导意见》，《政府采购》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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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实现、服务升级。相应地，慈善运作的主体也越来越丰富，从个体化慈善到组织化慈善再到

企业化慈善。个体化慈善即传统慈善阶段个体自发、零散的慈善活动；组织化慈善即慈善组织运

作的组织化、专业化的慈善；企业化慈善即企业经营、运作过程中输出具有慈善性质产品的行为

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不是作为捐助者，而是作为运作者。在 3.0 版本里，受助者获得人力资

本发挥的平台，其具有的才能得到发挥和应用。这个图景可描述为“自强”的义在企业慈善的助

力下、在“池塘”的平台上生出了“自给自足”的“利”，从而帮助“无力者”走向自立自强。a

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在《援助的死亡》中尖锐批评了过去数十年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

的对非援助政策，认为它让非洲深陷依赖外援的陷阱，她说：“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

问题的方法。”b“纯粹物资转移式的慈善只是在平息给予者的良知，可能让穷人更加远离社

会建设。”c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从 1972 年到 2006 年，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

10%，暴力动乱程度就上升 1.14%。d 尽管中国减贫成就巨大，1981—2012 年，中国城乡贫困

人口减少了 7.9 亿人，占全球减贫人数的 72%。e 但政府在扶贫领域的投入是一个天文数字，

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人力资源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规模化的再就业培训每年在进行，但

效果不佳，领取低保人员的动态性不强就是证明。可见，“授人以鱼”也许能暂时改变“人穷”，

但难以撼动“志短”；“授人以渔”可以帮助受助者掌握某项技能，但如果这些技能得不到施

展和社会的积极反馈可能让受助者更加悲观和绝望。

社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果明显好于社会组织，实践中有很多成功案例，格莱珉银行算是众

多案例中的“明星”。格莱珉银行开创社会企业的先河，帮助数万流浪乞讨人员和约 900 万贷

款者（96% 为妇女）脱贫。格莱珉在全球多个国家成功复制 150 多个项目，惠及全球 1700 万

个低收入家庭，被称为“第三世界向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于

2006 年 10 月 13 日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模式不仅是扶贫模式的金融创新，更是人力资本

开发模式创新，是金融技术和社会学理论结合的产物。其与贷款人约定的《十六条决议》俨然

是引领社会变革的倡议。格莱珉银行的成功除了归功于尤努斯教授的个人魅力外，还得益于：

一是认为穷人既不懒惰、不缺少技能，也不甘于贫穷，且比富人更值得信任；二是遵循效用至上，

优先帮助需求最紧迫的人；三是把银行工作人员培养成“反贫斗士”，格莱珉银行对工作人员

的培训远多于对贷款者的培训，工作人员像教师一样帮助贷款者充分开发潜力、发挥优势。比如，

帮助数万名乞丐成长为优秀的推销人员。f

在广义上的社会企业大军中，有一类试图在经济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追求之间实现均衡的

企业——“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s）”。g2006 年美国非营利组织“共益实验室（benefit 

a 杨方方：《慈善力量传递中的义和利：相融与相生》，《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 4 期。

b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著，景芳译：《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困》，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第 4 页。

c 穆罕穆德·尤努斯著，吴士宏译：《穷人的银行家》，三联书店，2006 年，第 217 页。

d 罗振宇：《慈善的恶果》，《董事会》2014 年第 1 期。

e 李培林、魏后凯：《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2 页。

f 穆罕穆德·尤努斯著，吴士宏译：《穷人的银行家》，三联书店，2006 年，第 101-103 页。

g 肖红军、阳镇：《共益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合意性组织范式》，《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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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成立，对“成功的企业”进行了重新定义：成功的企业不应只是会赚钱的企业，还应是

对世界特别有益的企业；他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成为向善的力量”。据 B-Lab 官网显示，全球

共益企业数量已达 4417 家，遍及 77 个国家 / 地区，153 个行业；a2016 年，北京乐平公益基

金会正式开启了共益企业在国内的认证推广之路，截至 2021 年 4 月，大陆共有 29 家企业认证

成为共益企业，b2016 年上海的一家急救培训和赛事生命救援机构“第一反映”是首家获得共

益企业认证的企业。肖红军、阳镇认为共益企业无论在社会逻辑还是在市场逻辑上都要优于一

般意义上的社会企业；李水金、欧阳蕾认为共益企业兼容了商业组织与社会企业的特点。c 无

论实践发展还是理论研究，共益企业似乎已成长为与社会企业并列的企业类型。按照学者们的

观点，可将四类组织的特点归纳在表 3 中。

表 3 四类组织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比较

共益企业 社会企业 社会组织 商业组织

社会价值 强 中 强 弱

商业价值 强 中 弱 强

政府购买服务是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的合作，“授人以池塘”的社会企业、共益企业是初

次分配机制与第三次分配机制的融合。由此可见，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也不仅仅是作为补充和点

缀被动地配合初次分配、再分配，而是越来越主动、积极地嵌入到其他分配层次中，从内部加

强它们的输出能力；同时也开放、包容地拥抱其他机制的加入，以在第三次分配场域内实现升

华以及三种机制的融合共生。“补充作用”是“存量”概念，存在“上限”。作为实现共同富

裕的新增着力点，第三次分配新思路不应围绕如何做大量、如何提高补充作用展开；而应促进

第三次分配与其他两种分配机制融合，多分配层次联动带来的不仅是没有上限的“增量”，更

能通过对初次分配、再分配场域的渗透从而根本上避免和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发生。

四、作为第三次分配中“价值担当”的慈善事业

查阅有关慈善事业的文献，可发现与慈善、慈善事业相近的概念及表述方式着实不少，既

有慈善、公益和人道，也有慈善公益事业、公益慈善事业、人道慈善事业、人道公益事业等，

三个词的所有排列组合几乎全覆盖。2021 年 12 月 20 日笔者分别输入上述组合在知网搜索发现，

篇名中精确包含“慈善事业”的中文文献有 1480 篇；精确包含“公益事业”的有 1076 篇；精

确包含“公益慈善”的有 614 篇；精确包含“慈善公益”的有 219 篇；精确包含“人道公益”

的有 2 篇；精确包含“人道主义事业”的有 7 篇。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献是在对这些表述没有界定、

说明的情况下开展论述的；有时一篇文献中有两三种表述方式交替出现、相互替代。缘何“慈善”

成为第三次分配最主要的成分？是相近意义下语言习惯使然，还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这些相近

a B Lab, Make Business a Force for Good, https://bcorporation.net/en-us/, 2022-1-3.
b 肖红军、阳镇：《共益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合意性组织范式》，《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7 期。

c 李水金、欧阳蕾：《共益企业在中国的兴起、困境及发展路径研究》，《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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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述之间有着怎样的微妙区别？回答清楚这些问题是考察慈善事业与第三次分配关系的重要

突破口，也是深入探讨慈善事业未来发展的基石。

（一）“慈善 - 公益”与“目的 - 手段”的组合辨析

1. 三个词语的区分

从“慈善”的文本意义和悠久的实践来看，“慈善”所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表达和基

于友爱情感直接满足受助者需要的助人行为，而且往往是急迫、紧急的生活需要。“公益”则

泛指所有提升公共福利水平的行为活动，可以说，除了市场经济主体纯粹追求经济效益的活动

和政府实施的由行政强制力作为保障机制的活动之外的所有行动，都属于公益的范畴。慈善强

调人与人的直接互动，公益则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环境与艺术等与人的生活需求有关

但作用方式较为间接的领域。慈善的必然是公益的，但公益的并不一定是慈善的。“人道”是

三个词中存在感相对弱的，在研究文献和媒体报道中出现的频率也最低。相对于慈善、公益，“人

道”的精神属性更强，更多地指代一种主义、一种信仰，一种将尊重、敬畏和保护人的生命、

健康、尊严作为信念的精神信仰。在行动层面，人道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在生命得以保全

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护健康是人道的不二选择，不断地改善和维护尊严是人道孜孜不懈的追

求。a 简言之 , 人道就是围绕人开展的、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多层次的帮扶行动。人道事业的

资源筹集渠道是最广的，筹集方式是开放性的，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人道资源供给、

运作参与中政府都算是主力。无论是关注对象、关注内容，亦或是筹资手段，慈善与人道都是

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人道事业明显要大得多，人道事业的参与主体更为多元，行为推进具有

双向性，既包括上到下，也包括下至上；慈善则是通过唤起社会公众的爱心、接受捐赠来筹集

资源的人道事业，行动推进是从下至上，社会力量是行动推进的绝对主力。

2. 四种组合的区分

根据构词法和逻辑归纳法，两个名词之间的组合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同质类组合，如“目的 -

目的”“范畴 - 范畴”组合。这种情况下应以更具限定性的、更小的目的和范畴为准，即两项

事物的交集。比如在“目的 - 目的”组合中，“大目的”是“小目的”所属范畴的解释。按同

质类两两组合模式下“取其小”的原则，“慈善公益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这两种表述完

全可以简化为“慈善事业”。

另一种是二分法组合，即“手段 - 目的”组合，一般来讲，“手段”在前，“目的”在后。

近些年，随着西方社会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以及慈善事业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程度越

来越高，慈善则呈“扩大”之势，经常与公益捆绑出现，如被表述为“慈善公益”。细究下来，

实质是慈善作为筹资手段的工具属性越来越被强化，慈善所追求的“受助者需要”导向被淡化，

“慈善公益”指的是社会力量主导的能够提升公共福祉水平的行为活动，慈善沦为公益的修饰

限定词，在这里“慈善”是手段，“公益”是目的。

作为手段的“慈善”包含两层意思：社会捐赠是主要的资源筹集方式和社会力量运营是主

要的资源管理和配置方式；作为目标的“慈善事业”是社会力量主导的、直接满足社会个体基

a 杨方方：《红十字会文化特征探析》，《中国红十字报》，2017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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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活需要和提升参与建设能力的社会互助事业。“慈善”面对的已经实际发生的显性化风险，

具有衍生性，化解需求紧迫，供给内容呈现出基本保障性，捐助对象具体、捐助方式直接。基

于前面对公益、人道的单词分析，可归纳出慈善、公益、人道这三个词的大小关系：“目的、

范畴层面：公益〉人道〉慈善；手段、方法层面：人道〉公益〉慈善”。进而也可推理出目标

和手段互动而形成的各自场域的大小关系，如图 7 所示。

公益 人道
其他公益
人道项目

慈善

图 7 慈善、公益和人道的场域关系

从精神属性上看，现代慈善价值观是人道精神和公益理念的最大公约数，现代慈善事业是

公益事业中最贴近民生、贴近弱者，是最接地气而又最能彰显人性之美好的一部分。“慈善”

是人道中最需要“雪中送炭”，最具有优先供给刚性和供给方式弹性的一部分，是人道力量彰

显的“第一舞台”。在清楚慈善、公益、人道三个词的本意以及目标、手段层面的意蕴所指的

基础上，将处于胶着状态的几种表述归类如下，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慈善 - 公益”的四种组合

         作为手段
作为目的

慈善
（筹资方式以社会捐献为主）

公益
（商业投资以外的多种筹资方式）

慈善
（满足具体对象的基本生活需要）

慈善事业
——以社会捐赠为主，由社会力
量运作主导，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公益慈善事业
——多种筹资和运营方式并行，

满足基本需要

公益
（提升社会公共福利水平）

慈善公益事业
——以社会捐赠为主，由社会力
量运作主导，来提高社会公共福

利水平

公益事业
——多种筹资和运营方式并行，

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水平

首先，按照四种组合在运行中形成的场域，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结果是：“公益事业〉

公益慈善事业 〉 慈善事业”。为什么“慈善公益事业”没有进入这个序列呢，因为与中间项“公

益慈善事业”缺少可以比较的支点，当然可为它单列一个排序：“公益事业〉慈善公益事业〉

慈善事业”。其次，按照前面对“分配”的特征分析，“慈善公益”和“公益事业”并不一定

完全从属于第三次分配，更不要说“共享经济”了。因为第三次分配应该是主体间性的，直接

进行人 - 人之间的资源对接。再次，既然“公益事业”和“慈善公益事业”均含有非第三次分

配的内容，而“慈善事业”又难以覆盖“非捐赠的资源筹集方式”和“满足较高层次生活需要

的目的”，后者在“公益慈善事业”中也存在，可以说，这四种组合表述与“第三次分配”均

存在一定的距离，那么是否还存在近乎可替代“第三次分配”的组合表述呢？如果存在，那么

组合式的表述无疑会让“第三次分配”更加具象。如果结合第三部分中分析的分配共性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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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配的特性，并严格遵循“手段 - 目的”结构进行构建的话，那么这个近乎可以替代第三次

分配的表述应为“公益人道事业”，即围绕人展开的、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公益事业。

在公益人道事业中，慈善事业的民间自主性最强、社会力量主导程度最高。作为社会安全

网的最后一层，慈善事业聚焦的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托住的是最无助的不幸个体，总是能调

动最广泛、最具共鸣的情感。与其他两个分配层次相比，第三次分配强调价值导向、情感调动、

道德提升，因此，虽然有多种筹资手段在第三次分配中并行不悖，但爱心捐献是其当之无愧的

价值担当和“干流”，其他手段只能算是辅助性的支流；在第三次分配的多个参与主体中，社

会力量是主导者，其他主体则是助手、辅助者。可以说，刚柔并济、兼具人道和公益特性的慈

善事业在聚焦社会痛点、倡导社会力量联结的第三次分配中是绝对的“价值担当”和实力担当。

（二）慈善事业发展的三维疆域

当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在一次次分配实践中贯彻、形成完整的闭环时，整个第三次分配

也才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判断其价值有没有贯彻及贯彻程度高低，要看资源最终的流向、流

动的方式、资源的种类等方面。前已述及，根植于社会力量的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强大的内

在支撑。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现代慈善事业的捐助范围就是第三次分配系统优先供给的对

象。整体上，现代慈善事业的受助者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且处于劳动年龄区间

但没有实现再就业的、生活困难的社会性弱势群体，包括低保人员及没有任何社保项目覆盖的

人员，即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和再分配权益难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失业人员及家属，

结合再分配权益享受情况，又可细分为享受中、享受期满或无资格享受这三种情况。第二类是

游离在再分配制度之外的生理性弱势群体，具体有两种情况：一是风险类型属于再分配系统的

化解范围，有些群体虽然存在此类风险但却没有被制度覆盖到，如未婚妈妈就无法享受生育保

险等；二是风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需求群体也有一定规模，但此类风险尚不属于再分配系统

的化解范围，如有些罕见病群体的医疗需求等。第三类是遭遇突发情况、需要救助的临时性弱

势群体和有着个性化的多层次需求供给缺口的相对的发展性弱势群体。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作为第三次分配系统的核心力量，“慈善事业”在不断开拓、创新，

不断丰富供给内容和供给形式的同时，应更加积极主动，从需求背后的风险本源出发，致力于

解决社会痛点，在满足特定受助者当前需求的基础上探究更为彻底、根本和持续的解决方案，

同时与其他分配层次建立连接，进而实现收入分配结果的系统优化。至此，结合上述三类帮助

对象就可以构建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疆域。按照这个思路，可以用高度、深度和广度构建出慈

善事业发展的三维疆域：发展高度——供给层次不断升级；发展深度——供给效果不断升级； 

发展广度——供给内容的及时更新。

1. 发展高度：助力第一类受助者回归初次分配系统

从转移资源的能动性程度来看，第三次分配包括三个层次：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再到授人以池塘，从财物转移到技能提高再到提供发展平台、施展技能的舞台。俗

语说人穷“志”短，物质上的“弱势”是表象，精神、心理、动力上的“弱”才是实质；精神

动力、生命价值感又是自身的内在禀赋与外部环境（家庭、学校、社会）长期交互的结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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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资源的平均差补齐不难，精神力量的平均差补齐不易，如果受助者经过在“池塘”里一段时

间的持续技能输出和收获肯定以及劳动报酬的自力更生阶段，获得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在内

在的动力机制下就会产生出更高的目标，自然进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主发展阶段。

2. 发展深度：推动第二类受助者再分配制度的完善

第三次分配的道德意蕴和发展弹性似乎决定了再分配所有的“漏洞”都可以弥补。作为广

义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为制度化社会保障部分拾遗补缺，也是现代慈善事业的重要

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漏洞”的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在讲究供给效率和责任明晰等现

代社会保障原则下，对于哪些需求应该是制度化社会保障覆盖的，哪些属于社会力量承担，需

要有个清晰的界定划分。对于不该出现的漏洞不应止于补款物，应积极发挥倡导先进理念、引

领制度建设的能力，可以通过一些局部、小范围的试验和多种方案的尝试为制度化解决这一问

题提供可能的路径。如 2011 年媒体人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行动，从爱心行动到国务院启

动营养改善计划，只用了短短半年的时间。扎根于生理性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再加上优秀

的项目设计、规范化的运作过程及丰富的媒体推广经验使这一项目成为社会与政府互动的范例，

互动模式可概括为“慈善组织先行示范 - 政府进行制度完善”。

3. 发展广度：提升第三类受助者的生活质量

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扩张性和外部的供需缺口决定了慈善事业的参与主体、资源种类、资

源转移方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会不断升级换代。因为现代性带来的不仅是各种发展机会，还有

无处不在、层出不穷且不断变化的风险。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再分配制度固然也将日趋完善，但刚性、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在响应新增的、变化的需求上无疑

是滞后的，新增的风险化解需求只有依靠运作灵活、善于创新的慈善事业予以先行回应。在我

国虽然绝对贫困的攻坚战已告一段落，但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的必然性决定了“相对贫困”

的广泛性和常态化，相对贫困的缓解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纵观各国慈善事业的

发展历程，都是从基本需求向更高层次需求扩展。似乎慈善从人道与公益的交集发展到人道与

公益的合集只是时间问题。 

可以说，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高度、深度和广度决定了第三次分配系统的发展高度、深度

和广度，又进而决定了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可为空间和作用程度。

（三）慈善市场的资源流动图景

慈善是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道德情操 , 是不同文化、不同背景族群间的共同语言，但放眼各

国慈善事业实践，有兴有衰、有易有繁，可谓相同的慈善情感带来迥异的慈善事业。因为慈善事

业并非个体的、简单的施舍行为或单向受惠，而是全体成员施惠行为的综合结果。慈善事业的发

展取决于蕴藏于社会成员中的个性化、随机性、情绪化的爱心冲动及本能的慈善意识能否被理性、

智慧地引导为社会化、专业化、规模化的行动输出。发达的慈善事业无不是“内外兼修”的结果。

为了更精准地找到我国慈善事业的切入点和“外部”的发力点，有必要解构慈善资源转移的动态

过程。慈善资源的转移是在慈善市场进行的。慈善市场就是慈善事业这一独立的、有着具体的任

务和自身运行规律的特定领域运行时所形成的特定场域。实现供需平衡是慈善市场的天然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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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引导下的慈善资源转移 a

价值认同固然是价值实现的前提，慈善供需信息的对称分布和充分、自如流动是不可或缺

的内在支撑。只有在信息引导下的资源转移才能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慈善事业的内在价值。慈善

市场总体上可分为 I 类自主市场和Ⅱ类矫治市场，I 类市场居于主体地位，II 类市场是对 I 类市

场的补充和矫正，整体关系如图 8 所示。

两个级别并不存在程序上的先后承接，而是多层叠加、同时进行。在以“捐赠者 - 慈善组

织 - 受助者”配置方式为主的 I 类市场，唯有慈善组织掌握的需求信息充分、公众掌握的慈善

组织运行信息充分，资源才可能优先流向“需求最紧迫的人”，才能做到“弱者优先”。在实

践中，捐赠者的个性化加上慈善组织的个性化，供需信息不可能完全对称，这决定了志愿失灵

难以从根本上避免。以“政府提供资金 - 慈善组织提供服务”方式为主的 II 类慈善市场，资源

主要来源于政府，是通过委托、购买等合作方式对 I 类慈善市场结构性失衡结果的矫正，唯有

政府掌握的社会总体需求信息和慈善组织的供给信息都是充分的，才有可能做到公正、独立、

规范，进而实现精准矫治，优化慈善组织发展生态，促进慈善市场的良性发展和平衡。

图 8 信息传递与两类慈善市场

2. 慈善资源的分配过程：“借力 - 给力 - 还力”

慈善市场运行的过程就是传递慈善力量的过程。慈善力量传递是多维、多向进行的，慈善

组织、捐助者、受助者、政府、媒体、公众等多方主体参与其中，每一方的“出”都是其他主

体的“入”。剥茧抽丝、化繁为简，慈善力量的主传递链就是“借力 - 给力 - 还力”。“借力——

使有爱者有力；给力——使无力者有力；还力——使有爱者更有力”。“给力”是慈善市场追

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使有力者有爱”，“借力”是慈善市场实现目标的主

要手段；只有“让有爱的人更有力”，优化慈善环境，慈善市场才有可能走上发展的良性循环。

助力一个个“无力者”成长为“有力者”是慈善市场的目标所在。笔者从中国思想史上墨家对

a 杨方方：《慈善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与信息不对称》，《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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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间关系的论述得到启发，将慈善力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物质力量（利）和精神力量

（义）。墨子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a 的确，在慈善力量传递中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是相融相通的。不论是物质还是服务的捐助，无不包含着关爱、希望等精神力量，精神力量的

传递多是通过物质载体进行的，是区别于看不见的“虚”性存在，但无时不刻地影响着实践。

从人力资本投资和开发规律看，从无力到有力的成长过程就是义和利相融相生（升）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对应着不同的需求层次，不同层次上义利的内容不同，

具体如图 9 所示。能否让无力者义利相生是衡量慈善力量传递是否走上良性循环的重要标志。

义和利也具有层次性，同一层次的义利之间相融相通，不同层次的义利之间相助相生。长期的

物质保障可能内化为自信、心安、梦想等精神力量；强大的精神力量能让人激发斗志、燃起希望，

这时再配以技能提升和发展平台，就可能助其走上自立自强。故义利相“生”就是义利相“升”，

并非同一层次上的反复转化，而是推动彼此不断升级。所谓“无力者”无不是义利相生自循环

的断裂者，但各自的断裂向、断裂点不同，且修复点有很强的个体属性，也就对慈善资源的供

给提出较高的要求：资源充分且层次递进，同时应选择更富精神能量的分配方式。

第一层次
身心修复
要活
获资助

第二层次
复能、赋能
要学
获开发

第三层次
人岗匹配
要做
获机会

终点
自立自强
自信
自足

起点
穷困潦倒
义:志短
利:人穷

图 9 从“无力”到“有力”的三个阶段

慈善市场动态图景的展开给出了这样的提醒：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从规模化走向精细

化、高质化；既需要宏观视野，也需要微观视角；既需要理念先行，也离不开技术支撑；内外

部多种影响因素并非平行和独立，既要厘清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制约和关联规律，又要注意一

些关键连接点的精准发力和灵巧运用。

五、实践切入点和研究展望

经分析发现，三层分配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大，三种机制之间的界限亦开始模糊，仿佛每个

分配成分可再细分为分配原子，不同“原子”可以组合为新的分配方式。回到新目标本身，共

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挖掘“潜力股”、提升“巧实力”。整体上，第三次分配从理论上的存在到

国家战略的存在，慈善事业从再分配领域的“配角”上升为第三次分配领域的“主角”，既包

含对社会力量已有作用的肯定，也包含对其未来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更高的使命感和更大的

发挥空间将指数倍地放大社会力量的优势，意味着情感共鸣、自信互信和温和坚定等柔软的力

量将不再是一个项目或一个系统内的“专利”，而是将通过机制融合、场域衔接、主体合作流

向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物理地填满初次分配、再分配留下的空隙有可能不再是主导模式，更有

可能是浓缩为一种新的分配要素渗透到其他分配层次，机制融合使得目标场域内部产生了覆盖

a 王兴周：《义利一体与差序格局——重建社会秩序的墨家思想》，《学术研究》2016 年第 3 期。



·158·

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

面扩张或资源配置结构优化的化学反应，从而有机地弥合这些空隙。回到我国的现实实践，应

该做些什么来推动这一进程呢？实践可能的切入点和未来的研究走向是怎样的？

精于心、简于形，背后的技术支撑很重要。情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但每个人的情感爆发

点都不同，效用观约束下的慈善事业应先找到符合人类心理共性的供给方式。在此基础上，再

结合受助者的特点，对捐助模式进行细分。毕竟，始于共性只是起点，归于个性才能高效地助

力每个无力者。慈善资源分配过程应该资源充分、行动简约，无需宣泄捐助者的高尚和优越。

共同富裕背景下，第三次分配的活动宣传、理念传播的方式需要升级迭代。简约的背后是充分

的尊重、用心良苦的设计，以及资源配置过程中强有力的信息支持和资源分配者卓越的沟通能

力支撑。“无为”先于“有为”，先明确不做什么。尊重弱者，强者之光不宜强化，越隐性越

高级；追求短期的数量扩张不如质量的“成长”升级。以慈善事业为例，现代慈善理念的普及

和慈善心理的成熟是“润物细无声”的长期积淀，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尽快完善税

收激励等基本制度外，a 不宜设计倾向性强的量化考核和功利性诱惑的竞争机制，否则只会造

成慈善事业发展的形式主义化，这样的发展是一种自欺，离实质内容“谬之千里”。与其急功

近利地追求目的性结果，不如春风化雨般强调过程的理性。 

关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开展，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其完全脱离了传统的经济学或颠覆以往的

研究，但笔者认为经济学仍然是主流支撑学科。这是所有分配层次共同的物质属性决定的，第

三次分配的精神属性也是蕴含在物质载体之中的。从国际上看，“善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庞大，

2019 年社会组织新增就业人数占全国新增就业人数的比例是 2.1%，2020 年社会组织就业人数

1062 万人，已接近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就业人数 1249 万，但在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值上的差距

还是较大的。b 当然，鉴于第三次分配场域越发成为一个多元主体合作平台，合作过程中社会

行动主体会自觉地对自身行动做出因应和调试，从而使得总体的合作行动网络呈现出极强的韧

性和灵活性。c 未来第三次分配研究会更多地从融合心理学、组织学等在内的行为经济学、部

门经济学、人力资本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切入。同时，第三次分配研究需要多视角、多学科参与。

比如，近些年的研究发展脉络已清晰表明慈善市场领域能够成为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社

会学等学科对话的绝佳场合，实验心理学、自然实验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捐赠行为的

动机和效用研究就既有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又有从文化宗教角度探讨的，也有从权利角度进

行的；在对传统的自利假设提出挑战和修正时采用的则是实验心理学方法等。慈善经济学研究

不仅需要行为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组织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提供“技术”支撑，更需要政治学、分配伦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

对其进行价值审视。d

a 梁季：《税收促进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人民论坛》2021 年第 28 期。

b  黄浩明：《中国社会组织人才发展十五年》，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与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主办“开启数字公益
教育新时代”主题研讨会报告，深圳，2021 年 12 月 1 日；《2020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gb/202107/t20210726_419319.
html，2021 年 12 月 15 日。

c  刘文：《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

d 杨方方：《慈善经济学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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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Distribution and Philanthropy in the Context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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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esse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lies in sharing development gains and social risk 

universall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ogether with 

philanthrop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ird distribution,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recently. 

Income distribution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The third distribution as a mechanism is unique but 

shares similarity with other levels of distribution. Also, as a social field it acts like a platform for 

pioneering innov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stakehold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hilanthropy, public welfare, humanity and relevant combined phrases, this study fi nds 

that the expression "public welfare humanitarian aid" is similar to the "third distribution". Philanthropy 

is highly valued because it focuses on "helping people in need" and has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autonomy.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philanthropy has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by serving socially vulnerable groups, physiological vulnerable groups 

and developmental vulnerable groups, reflecting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and to a large extent determining the role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the fl ow of philanthropy resources is a cycle of "the 

borrowing, giving and returning of power", guided by information symmetry. It is foreseeable that in 

the contex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will facilitate the recalibr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ntire distribution system through more active mechanisms, instead of passively 

and independently narrowing the gaps. The development of any undertaking needs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Likewi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and philanthropy 

requires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based on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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